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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言论

坚持稳中求进的宏观调控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本 期 导 读

脱贫攻坚工作进入目前阶段，要重点研究解决

深度贫困问题。各级党委务必深刻认识深度贫困

地 区 如 期 完 成 脱 贫 攻 坚 任 务 的 艰 巨 性 、 重 要 性 、

紧迫性，以解决突出制约问题为重点，强化支撑体

系，加大政策倾斜，聚焦精准发力，攻克坚中之

坚，确保深度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众同全国人民一道

进入全面小康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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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力构建中国特色管理学体系

□ 刘 伟

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经济

工作，必须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

调，必须坚持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为主线，全面做好稳增长、促改

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各项工

作，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而要实

现这个目标，就必须在宏观调控上贯

彻稳中求进、实现稳中求进。

稳中求进需要宏观调控
兼顾“双重风险”

改革开放近40年来，我国经济平

均年增长率在 9%以上，中国经济发

展水平达到新阶段，成为全球第二大

经济体 （2010 年），占全球 GDP 的比

重由 1.8%上升至 14%左右。人均 GDP

的水平，从改革开放初期的不足 200

美元，上升到8000多美元，从贫困状

态进入温饱 （1998年） 又上升至上中

等收入水平 （2010 年）。在这一过程

中，中国宏观经济失衡的特点也发生

着历史性变化。

自1978年至 1998年上半年，除中

间个别年份外，中国宏观经济失衡的

突出特点是：需求膨胀、供给不足、

经济短缺。究其原因，既有来自发展

方面的因素，也有来自体制方面的因

素。这一时期宏观经济失衡的主要压

力来自于需求拉动的通货膨胀。改革

开放以来三次较严重的通货膨胀均发

生在这一时期：1985年 CPI达到9%以

上，1988年达到 18%以上，1994年达

到 24.1%，虽然具体原因各不相同，

但根本原因在于经济短缺导致社会对

通货膨胀的高预期。相应地，宏观经

济政策目标以控制通胀为首要，宏观

政策方向长期紧缩。

自1998年下半年至2010年底，同

样除少数年份外，中国宏观经济失衡

的突出特点是：需求疲软、产能过

剩。究其原因，从内需不足来看，是

由于周期性和结构性矛盾导致的增长

需求动力不足；从外需疲软来看，是

由于先后经历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

和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的冲击。与之

相适应，这一时期宏观经济失衡的主

要压力来自于需求疲软的产能过剩，

改革开放以来两次持续性增速下滑均

发生在这一时期：1998年后发生的国

有企业职工下岗及乡镇企业数量下

降，2008年后的连续15个月的增长速

度下滑。相应地，宏观经济政策首要

目标从前一时期的反通胀转变为保增

长，宏观政策方向从长期紧缩逆转为

扩大内需，即1998年下半年开始的积

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到

2008年下半年则更进一步上升为更加

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

政策。

2010年 10月，我国宣布率先从反

危机政策退出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

大以来，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

宏观经济失衡具有了新的历史特点，

既有潜在的通货膨胀巨大压力 （成本

推进），又有经济下行的严峻威胁

（需求疲软），即所谓“双重风险”并

存。究其原因，在需求侧是内需不足

又加上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所形成的

总需求疲软，从而使得宏观经济政策

在目标和方向的选择上难以像以往那

样明确，双重风险并存使得宏观经济

政策不能简单地选择一种风险的管理

而不惜加剧另一种风险，因而既不能

全面扩张，又难以全面紧缩。这是因

为，双重风险治理所要求的政策方向

是不同的，甚至是相互矛盾又互为成

本的。因此，宏观经济从更加积极的

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的全

面扩张方向，调整为积极的财政政策

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松紧搭配”的政

策组合，以兼顾双重风险的防范。尽

管这种政策反方向组合 （持续扩张的

财政政策与相对前期偏紧的货币政

策） 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宏观政策的

有效性，但不至于为防范一种风险而

同时加剧另一种风险，从而增大宏观

调控的风险。

进入到2017年，基于经济在短期

活跃但长期深层次矛盾依然存在，“三

期叠加”的总态势依然存在，且风险特

别是金融风险、债务风险、资产泡沫

风险上升，宏观政策在保持稳中求进

的总体格局下，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

的同时，将稳健的货币政策进一步调

整为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相对进一

步从紧，以抑制金融泡沫。显然“松

紧搭配”反方向组合的宏观经济政策

格局是适应新常态下双重风险并存的新

失衡的政策组合，稳中求进的宏观调控

首先是要兼顾新失衡的“双重风险”。

稳中求进需要宏观调控
守住“双底线”

就现阶段看，中短期影响经济增

长的众多周期性力量中，债务周期是

影响中国经济是否发生危机的重要力

量。其背后的逻辑主要表现为：“债

务—投资”驱动仍然是目前稳定经济

增长的主要路径，以货币与银行信贷

为主的债务形式投放给国有企业，以

此开展由政府推出的大量以基础设施

建设、房地产项目为主的投资项目，

从而拉动经济增长。但投资收益率和

资本使用效率的降低，逐渐弱化了

“债务—投资”驱动模式的效用；与

之相适应，高债务矛盾加剧，高债务

带来的高风险成为经济稳定的威胁。

从国际上通用的债务危机指标看，我

国债务风险隐患较大；从企业部门的

债务率来看，更是如此。从信贷缺口

看，我国私人非金融部门信贷缺口债

务率的实际值与长期趋势之间的缺

口，自1995年以来不断攀升。尽管由

于各国国情不同，不同国家承受债务

的能力有所不同，但与其他国家横向

比和与自身历史纵向比，高企的债务

率及信贷缺口水平必须加以警惕。

投机性融资比较高，宏观经济与

金融体系脆弱性上升。在“债务—投

资”驱动模式下，非金融部门总债务

率已经显著上升，我国新负担债务的

利息支出占当年 GDP的 10%以上。社

会融资总额中大部分被用来还本付

息，而不是真正再投资。这可能意味

着，从体系上看，中国国内融资机构

中投机性融资者的比重已超过对冲性

投资者，经济实体逐步进入到“借旧

还新 → 借新还息 → 资产负债表恶

化”的困境。分部门看，自2008年以

来，居民部门债务以平均24%以上的

速度增长，而同期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年均增速约为 11%，这表明居民部

门收入对其债务的保障程度呈逐年下

降趋势。非金融企业部门的数据显

示，国内企业部门以投机性融资者为

主，且约有 1/10的企业当年息税前的

正利润不能完全覆盖利息。上述情况

表明金融体系脆弱性在上升。

局部风险释放已经产生了一定的

市场冲击。债务市场信用风险的积聚

和释放已有显现，信贷市场上“偿债

能力恶化 → 金融机构收紧 → 企业资

金断裂 → 信用风险恶化” 也已有所

显现。虽然从目前情况看，无论是债

券市场违约的冲击，还是信贷市场收

紧的负面效应，都还是短期的非连续

性和系统性的，尚未对这两个市场的

融资功能产生更大的损害。但是，由

于当前国内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和市场

敏感性的提高，非预期的冲击有可能

引发金融领域危机风险发生，进而导

致经济衰退。

在这种情况下，构建“稳增长”

与“防风险”双底线下的宏观体系极

为重要，稳增长是缓解风险的前提，

是保就业、惠民生的基础；防风险，

尤其是金融及债务风险是底线。在稳

增长防风险的双重底线下通过经济持

续稳定增长，为化解债务风险赢得时

间，逐步化解高杠杆的同时控制债务

规模过快扩张，根据市场化法治化原

则，在短期里及时有效地缓解债务风

险，以防风险为持续稳增长创造条

件，以稳增长为有效防风险创造可

能。在“债务—投资”驱动模式难以

根本改变的条件下，要守住稳增长防

风险双重底线，宏观调控必须坚持稳

中求进，以兼顾双重底线要求。

（下转 7版）

□ 吴晓波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快

速推进，中国经济快速崛起，而中国

经济崛起的背后则是中国企业的崛

起。应该看到，中国企业迅速追赶并

站到世界前沿是走了一条现代化的

“不寻常路”。其中，认清“创新”和

“追赶”在我国现阶段发展中的辩证

关系和特殊战略地位，系统地研究和

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学体系，有

效指引企业管理能力建设，推进企业

能力整体性提升，进而带动我国经济

升级，建设创新型国家，无论在基于

中国实践的管理理论体系的提升与完

善，还是提供有效的现实企业指导

上，均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

义。更进一步看，基于中国企业实践

的管理理论不仅具有引领中国企业转

型升级的作用，更具有影响世界，特

别是影响发展中国家的企业管理提升

的作用。

构建中国特色管理学体
系是中国学者的历史使命

自 18世纪工业文明以来，基于工

厂制度的企业迅速成为各国经济博弈

大舞台上的主角。在中国，自1865年

成立江南制造局以来，历经 150余年

的艰苦奋斗，中国制造的规模终于超

过英国、意大利、法国、德国、日

本，直至超越美国。中国人在曲折中

始终坚持一股不屈不挠的气概、一种

自强不息的精神，从“追赶”到“超

越追赶”，终有一批能与世界企业并

肩的中国企业站起来了。

当工业文明的火种在英国燃起之

时，有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和劳

动分工理论；在法国，有法约尔的

《工业管理与一般管理》 和十四条管

理法则；到了德国，有马克斯·韦伯

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和官

僚组织理论；在美国，有泰勒的科学

管理原理和德鲁克的现代管理理论

等。还有那些基于著名的企业管理实

践总结分析提升而成为影响世界的管

理书籍，如美国斯隆的《我在通用汽

车的岁月》、日本藤本隆宏的 《丰田

制造体系的演进》等。

如今，回首中国企业的崛起之

路，总有一个强烈的声音在呼唤：

“中国的管理学者该登场了”。的确，

我国的企业发展到了这么一个阶段，

是中国学者用科学的研究方法从中国

企业管理实践中提炼并抽象出具有中

国特色的管理规律并影响世界的时

候了。

中国企业的非凡崛起自有一番特

别的心得和自信。尤其是改革开放以

来，中国企业的跃升，虽然有对西方

先进管理科学的学习，也融会了东方

传统文明“阴阳辩证”思想，却不是

西方管理理论所能完美解释的，也不

是大中华儒商说所能恰当诠释的。中

国近 40 年压缩了西方企业数百年的

历程，中国企业在这波澜壮阔的时代

中后来居上式的崛起，从量变到质

变，从“削足适履”到“进入无人

区”，从“追赶”到“超越追赶”，

个中自有其科学真理的存在，这正是

当下中国管理学界的责任：深入企

业、沉到底、顶到天，用科学的态度

和方法去揭示真理、诠释真理、普及

真理。

百余年来，西方管理学的核心思

想是建立均衡有效的分工与协作体

系，将建立和维护稳定的平衡作为企

业提升绩效的核心命题。而中国领军

企业的管理实践告诉人们：当变革成

为唯一不变的常态，当打破平衡成为

一种主动的管理行为，当迭代、试

错、流动、不确定性、灰度等等“干

扰项”不再是管理制度和机制中的例

外 ， 当 人 与 事 物 不 再 是 “ 非 黑 即

白”，管理学者需要重新审视已经习

以为常、曾经奉为圭臬的众多管理教

条，需要翻开用“另一种逻辑”实现

“非线性成长”的新型企业管理体系

的一角，需要梳理中国企业“非线性

成长”管理规律，形成中国特色管理

理论体系。

总结过去是为了更好的未来，但

是未来不会是过去的简单重复。中国

领军企业的高速度，会逐步慢下来，

创立引导理论的重要责任和历史使命

已经到来。未来的中国企业将有更多

的挑战和更多的重大创新。需要看

到，揭示“所以然”背后的“之所以

然”才有普遍价值，并且能够被广大

学习者在运用中演绎和发展。这就需

要中国管理学者们探究“之所以然”

的努力奋斗。

（下转 7版）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有高度历史自

觉的政党。自觉到历史方位的转换，

不断变革、勇于创新；自觉到时代的

召唤和人民的期待，不忘初心、继续

前进。

站在历史新起点上，我们可以讲

在这所有一切的自觉中最为根本的自

觉，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打铁还

需自身硬”。这是政党其他自觉的前

提和基础。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

党、作为领导核心的中国共产党，如

果连自身建设都搞不好，谈何卓有成

效地治国理政，如何能成为坐镇军中

帐的“主心骨”。党的十八大以来，

中国共产党全面从严治党的一系列重

大举措正是用实实在在的行动来发扬

光大着这一历史新自觉。

思想建党，旗帜鲜明用当代中国

马克思主义塑魂补钙。一个政党区别

于其他政党的根本是信仰主义，一个

党员区别于其他社会成员的关键是理

想信念。因此，党员首先要思想上入

党，政党首先要从思想上建党。“理

想信念坚定，骨头就硬；没有理想信

念，或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

‘缺钙’，就会得‘软骨病’。”“就可

能导致政治上变质、经济上贪婪、道

德上堕落、生活上腐化。”试想，一

个有着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政党会背叛

立场去向对手摇尾乞怜，去向对手顶

礼膜拜吗？一个有着共产主义信念的

人会用穿一身名牌戴几块名表来证明

自己，会沉湎于灯红酒绿乐不思蜀

吗？ 如何让一个有着近 9000 万成员

的大党在思想上立起来、强起来，必

然、必须也当然是用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的最新成果、用当代中国的马克思

主义，也就是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

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

战略武装头脑。从党的群众路线教育

实践活动到“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再

到“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中国共产

党做的就是一件事，思想建党。

组织建党，团结如一人的“总

和”让党的力量倍增。列宁曾经指

出，“党应当是组织的总和，并且不

是什么简单的算术式的总和，而是一

个整体”。之所以能成为整体，秘诀

在于“组织力”，组织能使力量倍

增。中国共产党不是因执政而有力

量，而是有力量才执政。这力量很重

要的一个方面就是来自党的严密组织

体系和强大组织能力。一个松松垮

垮、稀稀拉拉的组织是不能干事，也

干不成事的。如果党组织像个大车

店、大卖场一样，想来就来，想走就

走，还能有什么核心力量。现代社会

各种关系网络众多，各种组织形态交

织，但对共产党员来说，所有组织里

党的组织是第一组织，所有忠诚里对

组织忠诚是第一忠诚。背离了这一

点，对党忠诚、对人民忠诚、对党的

事业忠诚就是沙滩上的楼阁。党的十

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下大力气加强

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正是强化、优化

政党组织属性的集中体现。不论是锤

炼党性的“大熔炉”，还是纯洁党风

的“净化器”，其用力处与着力点都

指向做实组织、做强组织，通过强化

组织意识、组织体系、组织能力等

等，让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块整钢”。

制度治党，实现管党治党的科学

化、规范化、常态化。管党治党当然

要义无反顾，要雷霆万钧，要以高压

态势让消极腐败不敢滋生，要以坚定

意志让陋习顽症心生忌惮。但是要让

管党治党融入日常、抓在经常，还是

制度靠得住，常态化来自制度化。

“欲知平直，则必准绳；欲知方圆，

则必规矩。”没有规矩不成其为政

党，更不成其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党

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依托党章

这一最大规矩、最高制度，本着于法

周延、干事有效的原则，认真总结党

的建设实践经验，及时地把比较成

熟、普遍适用的经验提炼上升为制

度，一系列具有标志性、关键性、引

领性的法规制度陆续出台。特别是强

调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让制度、

纪律成为带电的“高压线”，纪严于

法、纪在法前等等一系列举措，让中

国共产党的制度治党不仅力度斐然，

更站上了先进优秀的价值制高点。

毛泽东当年讲，党是人民的工

具，做工具就要做好用的工具、做管

用的工具。通过全面从严治党百炼成

钢、百劫成圣，打造出推进伟大事

业、进行伟大斗争进而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利器”，站在历史新起点

上的中国共产党有自觉，更有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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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培养人民群众的守法意识

详见5版

详见3版

——中央党校学员“新发展理念”系列访谈之二

牢固树立并切实贯彻协调发展理念

详见2版

“一带一路”的历史文化内涵

——读董必武 《关于党在政治法律方面的思想工作》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一带一路”并非一个

封闭的孤立体系，而是一个开放的合作体系。“开放包

容”“互学互鉴” ——这一植根历史、面向未来，立足

中国、朝向世界的提法，鲜明体现了“一带一路”总

体设计中深厚的历史情感与文化情怀。


